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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收征管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性不仅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而且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本文以国地税合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上市公司样本数据,

实证检验了提升税收征管独立性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税收征管独立性能

够显著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主要是因为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能发挥抑制企业避税、提高公司治理效能

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抑制作用对非国有、内外部治理能力弱以及处于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企

业更加显著.上述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中央政府应持续推动税收征管独立性改革,并考虑地区和企

业间差异,营造更加公平高效的税收营商环境.

关键词:税收征管独立性;盈余管理;企业避税;公司治理;国地税合并;税收征管

中图分类号:F８１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２５)０２Ｇ００５４Ｇ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Ｇ０９Ｇ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资源配置效应及其优化路

径研究”(７２００３０４６)

作者简介:冀云阳(１９８９— ),男,河北邢台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博士;

潘　钰(１９９９— ),女,湖南怀化人,湖南省怀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级经济师.

一、引言

税收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具有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致力于推进税收现代化进程,而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推进税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在现代税收征纳关系中,税务部门承担征收企业税收的职责,而企业则有义务依法纳税,前者依

据税收征管权监督企业纳税遵从情况,从而发挥公司外部治理效能.然而,在分权制背景下,地方政

府对税务系统的行政干预则会制约上述职能的发挥,不利于营造公平、公正、竞争中性的营商环境.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

案»两大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将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合并(以下简称“国地税合并”),实行以国家

税务总局为主和省级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此项改革旨在通过集中税收征管权、统一企业所得税

征管标准,提高税费征管能力和效率.这一改革在制度层面和组织结构上显著提升了税收征管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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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１],有助于减少政企之间的潜在合谋风险,加强税务机关对企业经营等涉税状况的监管[２].
盈余管理作为企业的一种策略性手段,是指在编制财务报告和策划经济交易过程中,管理者往往

会利用自身的专业判断对财务报告进行语句修饰,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真实经济状况的理解,或
影响基于财务报告数据订立经济合同[３].已有研究发现,企业会基于避税、管理者报酬、债务预期及

财务预期等动机操纵盈余管理[４][５].企业过度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将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

评价和信任度,加剧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进而扰乱市场秩序,影响国家税收稳健运行.本文以国地

税合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对企业盈

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税收征管独立性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盈余管

理行为,这主要源于税收征管独立性所发挥的抑制企业避税、提高公司治理效能的作用;异质性分析

发现,该抑制作用对非国有、内外部治理能力弱、受地方政府干预高的企业影响更加显著.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丰富税收征管独立性相关文献,

对相关研究增添新的视角和内容.已有文献分别探讨了国地税合并带来的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对企

业税负[６]、债务融资行为[７]和信息披露质量[１]的影响,或是研究异地局长交流制度、取消税收管理员

制度这类税收征管系统内部管理机制调整对税收收入增长[２]和企业避税[８]的影响.本文探索加强税

收征管独立性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的具体影响,以期促进相关领域研究.此外,在机制方面,本文从

避税效应和公司治理效能两个作用机制,理论分析并实证验证了税收征管独立性对企业盈余管理影

响的作用机制,这有助于加深对税收征管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
第二,拓展了关于企业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以往的研究表明,财税制度改革会影响企

业的盈余管理行为.Scholes等、Wilkie以１９８６年美国所得税制改革为背景研究发现,改革后企业的

盈余管理行为增多[９][１０].基于国内的财税体制改革实践,一些学者分析了这些改革如何影响企业的

盈余管理行为,如“所得税分享改革”[１１][１２][１３]“省直管县”改革[１４]和“营改增”政策[１５]等,相关研究发

现,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通常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在税收征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学
者们以“金税三期”实施为背景,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５][１６][１７].学

者们还从不同影响路径深入剖析税收征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如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度[１８]、内部

控制[１９]和税收激进[２０]等.然而,税收征管独立性的提升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已
有研究还鲜有涉及.本文以国地税合并为准自然实验,科学评估税收征管的独立性提升对企业的盈

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以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
第三,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实践价值.通过深入探讨税收征管独立性对企业盈余管

理行为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税收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的理解,也为完善税收征管制度、规范企

业财务行为和降低税收风险提供经验支持.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从三个方面提高调控力度、削弱地方政府干扰.一是税务机

构设置方面,拆分原有税务局,分别设立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其中前者由国家税务总局实行

垂直领导,地方税务局则继续实行原有的属地管理.二是税收收入分配体制方面,划分税种为中央

税、地方税和央地共享税.三是税收征管方面,国税局肩负着征管中央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的重要职

责,对于中央地方共享税,国税局将进行全额征收,并在征收完成后,根据既定的比例,将相应的税款

划拨给地方政府,其他税种则由地方税务局进行征管.尽管当时中央政府完全掌控税收立法权、解释

权、修订权,税收执行权则下放至地方,地方政府不仅负责管辖地税局人员设置、办公经费等情况,地
方领导的评价往往也是国税局干部任免和考核的重要参考,导致地方政府在税收征管上存在一定的

干预行为.在激烈的地区 GDP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加大税收优惠力度、调整税收执法

强度等干预措施[２１],以增强地区吸引外来资本的税收竞争力[２２].

５５



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对西部大开发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２００２年国家进行了所得税收入分享体

制改革,对完全归属地方的所得税进行调整,将其变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设定了５０％的固定划分

比例,２００３年后该比例改为６∶４.按照共享税的征收分配性质,本应该变更税务局征收,但是基于分

税制改革后国地税分属不同部门管辖,两者之间独立办公,缺乏交流,信息沟通不畅,变更税务局会面

临税务业务衔接困难、增大税收征纳成本等问题.在２００９年,为了提高征管效率以及征管质量,国家

税务总局对于新增企业的所得税征收范围进行重新设定,即对于新注册的企业,如果在流转税征收中

以增值税为主则在国税局缴纳,以营业税为主则在地税局缴纳,这是因为在企业缴纳的税种中主要是

流转税和所得税,在我国流转税又采用二元税制的设计.若按照之前的征收模式,国地税之间存在信

息沟通不畅的问题,税务局难以掌握企业的真实业务情况,更难将数据与申报信息匹配判断.自

２０１２年开始,开始营改增试点并逐步全面实行,新增企业仍然实行上述征收模式,但营业税的取消让

其实施目的不复存在,企业都需在国税局缴纳增值税,依然难以获取由地税局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

实际经营情况,这也为后续国地税之间的业务合作奠定基础.此后,税收征管体制进行了三次大变

革,第一次始于２０１５年国地税“合作”,第二次始于２０１８年国地税“合并”,目前则正进行着第三次变

革“合成”.２０１８年国地税合并终结了税务系统２４年的分设,有效降低了地方政府在税收征管方面

的干扰.税收征管独立性作为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确保税收制度的公平、效率和法治性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国地税合并的实施会抑制地方政府为谋求竞争优势干预税收征管的行为,从
而提高税收征管独立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地税合并在提高税收征管独立性的同时,也会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影响.根据现有研究,在企

业盈余管理动机中,避税和提高管理者报酬是较为常见的.从避税动机来看,为降低税收负担,企业

往往通过策略性调整当期应计项目实施向下的盈余管理,进而开展避税活动.这能够直接作用于当

期会计盈余的数额和应纳税款的数额,实现税款的暂缓支付,从而有助于减少企业当期的现金流出,
让企业在短期内实现更灵活的财务管理[２３].基于经典的逃税理论(AS)框架,企业的纳税遵从主要

是通过评估逃税成本和收益后做出的选择[２４].第一,从避税成本来看,征税机构独立性的提高意味

着地方政府干预的减少和征管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国地税合并形成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的双重领

导体制,地方政府对税务局失去直接管辖权,伴随而来的是其对税务部门的干预空间极大减弱[２５];另
一方面,国地税合并后,税务机构执法口径将得到统一,税收征管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税务稽查工作

更加公正、高效[２６].这不仅减轻了企业的“人情税”和“关系税”负担[２７],还显著提升了税务监管水平

和违法查处力度.在这样的税收征管环境下,企业过度实施向下的盈余管理被发现的风险增大,违规

避税以谋取私利的成本将显著上升,从而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第二,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征纳关系中,纳税人通常掌握着更为详尽且深入的财务与经营信

息,这种信息优势为企业利用会计政策调整、操控交易时间或构造复杂交易结构等进行避税提供了潜

在的契机与空间[２８].在国地税合并之前,机构分设使涉税信息变得碎片化,两个税务管理部门负责

征收不同的税种,国税局负责征收中央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地税局负责征收地方税.这严重弱化了

税务机关通过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之间的勾稽关系进行交叉稽核来获取涉税信息的能力.在这一背

景下,企业可能会利用两个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征税差异,向税务机关提供不一致的信息,以此来

粉饰财务状况和操纵会计盈余.然而,这种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策略性盈余管理行为在国地税合并之

后面临较大的风险.事实上,国地税合并促使税务部门构建了一个以风险管理和信用管理为核心的

新型税收管理体系,两大部门在纳税信息共享方面实现突破,通过数据交换、信息交互的方式共享国

税局、地税局双方的内部涉税信息,共同采集第三方涉税信息,并应用涉税信息联合开展企业纳税分

析.随着税收征管体系的整合,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缓解,税源信息的透明度得到了显著提

升[１６].这显然有助于增强税收稽查的威慑程度,提升企业对税收风险的关注,从而抑制逃税避税行

为.诸多文献证实,国地税联合稽查能够强化税收风险管理,对于抑制避税具有持续性的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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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２２][２９].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１:税收征管独立性的提升能够降低企业避税动机,进而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从公司治理视角来看,现代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委托代理问题普遍存在,股东与管理

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凸显,内部治理机制存在缺陷.所有者为了保证自身权益、降低

代理成本,往往会采取激励措施使管理者和自身利益趋同,例如,视公司业绩目标达成情况,决定是否

给予管理者额外薪酬、股份、分红、职位晋升等.此时会诱发管理层的利己主义,促使管理层通过收入

确认、费用确认、利润转移和关联交易等[３０][３１]手段实施向上的盈余管理,营造出更为理想甚至脱离实

际的经营业绩[３２].对于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现有研究认为应通过加强外部监督以降低代理成本、提
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３３][３４].而税收征管恰恰能够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治理起到积极作用[３５],
如抑制股东的 “掏空”行为[３６]、规范企业信息披露[２４]及减少关联交易等,这能够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

间的代理成本,优化企业信息环境.
国地税合并作为加强税收征管的制度安排,在提升税收征管公正性和规范性的同时,也有助于发

挥税务部门在企业治理中的外部治理效能,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实施.具体而言,合并后的税务

部门能够更全面、便捷地获取企业的涉税信息,进而对企业运营状况进行实时监督,这种外部监督促

使企业在进行税务申报时提供更为准确和真实的财务信息.这有助于提高企业涉税信息披露的质

量,从而遏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防止其利用职权进行盈余管理.田彬彬等的研究证实,税种的合

并征管能够发挥信息的交叉稽核机制,增加涉税信息获取,进而有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３３].此

外,为了维护良好的纳税信用记录,避免潜在的道德风险与声誉损失,企业在面临盈余管理的诱惑时,
可能会更加审慎地权衡利弊,减少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以维护其在市场中的正面形象与长期竞争

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２:税收征管独立性的提升能够发挥外部治理效能,进而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税收征管独立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效应,本文以国地税合并为准自然实验,参考范子

英等[６]、刘贯春等[１]等学者的做法,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DAi,t＝β０＋β１treati,t×posti,t＋β２controlsi,t＋μi＋αl＋εi,t (１)
式(１)中,DA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第t年的盈余管理程度;交互项treati,t×posti,t是本文

的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特征因素,包括企业规模、资
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两职合一度、企业现金流净额等.μi 和αl 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以此排除企业不随个体变化的固体特征和不随时间变化而对企业产生影响的固定

特征;εi,t为随机干扰项.本文的核心关注点是treati,t×posti,t交互项的估计系数β１,这一系数反映了

实验组和控制组企业在国地税合并前后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异.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指标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 Dechow[３７]的做法,采用修正的

Jones模型进行度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TAi,t

Ai,t－１
＝β０

１
Ai,t－１

＋β１
ΔREVi,t

Ai,t－１
＋β２

PPEi,t

Ai,t－１
＋εi,t (２)

式(２)中,TAi,t是企业i第t期的总应计利润,是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的差额;为消除

规模效应,Ai,t－１是企业i第t １期期末的资产总额;ΔREVi,t是企业i第t年度的营业收入变动额;
PPEi,t是企业i第t期固定资产净额.按照分行业分年度将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将求出的回归系数代

入公式得到非操纵性应计利润 NDAi,t,式(３)中,ΔRECi,t是企业i第t年度的应收账款的变动额.

NDAi,t＝β̂０
１

Ai,t－１
＋β̂１

ΔREVi,t－ΔRECi,t

Ai,t－１
＋β̂２

PPEi,t

Ai,t－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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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 NDAi,t代入式(４),得到修正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 DAi,t,并将其取绝对值,该绝对值直接反

映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越显著;反之,数值越小,则意味着企

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对较低.

DAi,t＝
TAi,t

Ai,t－１
－NDAi,t (４)

２．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treati,t×posti,t的交互项.其中,treati,t是处理变量,
若企业在国地税合并前于地税局缴纳企业所得税则treati,t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具体政策见下表１.

posti,t作为政策冲击变量,国地税合并在２０１８年实施,因此当样本处于２０１８年及之后年份则取值为

１,否则为０.
　表１ 企业所得税缴纳政策梳理

时间 依据政策

２００２年之前 中央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国税局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他企业在地税局缴纳

２００２年 新注册企业在国税局缴纳企业所得税

２００９年 新注册企业,主营业务主要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在国税局缴纳企业所得税,主要缴纳营业税的则在地税局缴纳

２０１８年 由合并后的税务局征管

　　注:依据国家税务总局等官方网站政策信息进行手动整理.

　　３．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叶康涛和刘行[２４]、孙雪娇等[１６]等学者的研究选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
业规模(size),利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资产收益率(roa),利用净利润除以平均总资产;资产负债

率(lev),利用期末总资产除以总负债;企业年龄(age),利用企业成立年数取对数;两职合一度(dual),
即CEO和董事长是否同一人,是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１).

(三)数据说明

本文以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希施

玛数据库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而各省的相关数据则通过查阅历年«中国税务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过计算得出.为确保研究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以下步骤

处理:(１)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因为这些行业的财务特性和运营模式与其他行业存在显著差异,
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２)剔除样本期内被标记为ST和PT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通常面临财

务困境或存在其他严重问题,其数据可能不具有代表性;(３)剔除核心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公司;
(４)剔除异常极端值.处理后最终获得２３７３５个样本,其中实验组１３５０１个样本,对照组１０２３４个

样本.
对数据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盈余管理DA指标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６．２５６０,

平均值是０．０７０９,说明样本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差异大,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严重的企业,这种差距

可能是企业存在于不同征管强度地区,也可能是基于不同股权性质等多种原因.处理变量treat均值

为０．５０９０,这一数值表明,在国地税合并之前,有５６．９％的企业样本在地税局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比

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样本中企业税收征管归属情况的直观了解.政策冲击时点变量 Post均值为

０．５３１０,表明政策冲击前的样本则占比为４６．９％.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实证结果分析

表３报告了模型(１)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１)列未加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第(２)列加入固定

效应,其结果显著为负,接着在第(３)列考虑了其他可能影响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潜在因素,加入控制

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在５％水平下显著为负.这些回归结果有效验证了本文假说,即税收征管独

立性显著抑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实施.相较于在国税局缴纳所得税的企业而言,国地税合并会

显著抑制在地税局缴纳所得税的企业的盈余管理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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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A ２３７３５ ０．０７０９ ０．１１３０ ０ ６．２５６０
treat×post ２３７３５ ０．２８８０ ０．４５３０ ０ １
treat ２３７３５ ０．５６９０ ０．４９５０ ０ １
post ２３７３５ ０．５３１０ ０．４９９０ ０ １
lev ２３７３５ ０．４２６０ ０．２０３０ ０．００８０ １．９５７０
size ２３７３５ ２２．３２００ １．３２８０ １５．５８００ ２８．５５００
roa ２３７３５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７４９ １．８５９０ ０．９６９０
S１ ２３７３５ ０．３３８０ ０．１４８０ ０．００２９ ０．９０００
dual ２３７３５ ０．２８７０ ０．４５２０ ０ １
age ２３７３５ ２．８８７０ ０．３２７０ １．０９９０ ４．１４３０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DA DA DA

treat×post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５)
lev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０６４)
size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９)
roa ０．１２２０∗∗∗

(０．０２９８)
S１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６４)
dual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６)
age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３)
Constant ０．０７１８∗∗∗ ０．０７１８∗∗∗ ０．１９４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９)
固定效应 N Y Y
Observations ２３７３５ ２３７３５ ２３７３５
RＧsquared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７４０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为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企业往往通过向下的盈余管理开展避税活动;而在企

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背景下,管理层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可能实施向上的盈余管理.为了

检验税收征管独立性对两种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本部分区分式(４)中盈余管理数值方

向,当它大于零时表示向上的盈余管理,小于零则表示向下的盈余管理.然后,将其取绝对值后作为

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４.第(１)列为向下的盈余管理,核心解释变量在５％水平上

显著为负;第(２)列为向上的盈余管理,核心解释变量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税收

征管独立性提升对两类盈余管理均具有抑制作用.
　 表４ 区分盈余管理方向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向下的盈余管理 向上的盈余管理

treat×post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０)
控制变量 Y Y
固定效应 Y Y
Observations １０７２１ １３０１４
RＧsquared ０．０７５７ ０．２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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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展开检验,具体做法如下.

１．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方法适用的前提是实验组与控制组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这意味

着在不存在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两组应展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为了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本
文进一步采用了事件研究法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而言,以政策前一年２０１７为基准期,构建了

模型(５)来检验平行趋势假设:

DAi,t＝β０＋δ∑２０２１
２０１３treati,t×yeart＋β２controlsi,t＋μi＋αl＋εi,t (５)

式(５)中yeart 表示位于t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其他变量设计与模型(１)一致.图１是平行趋势检

验的动态结果,可见在政策实施之前,政策时间虚拟变量系数数值较小,各年度系数的９５％置信区间

与０相交,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盈余管理行为无显著差异,这也说明本文模型符合平

行趋势假设,可以用来检验税收征管独立性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因果关系.此外,在政策实施当期及之

后一年不显著,在２０２０年显著,说明国地税合并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

　　２．安慰剂检验.为了确保本文的实证结果并非由于偶然性事件导致,例如处理组的样本恰好是

某一类特殊企业,或者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企业纳税遵从度也在提升,从而减少了盈余管理

行为等因素对结果的潜在影响.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来排除未知因素影响.具体而言,通过随机抽

样生成了此次政策所涉及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名单,并进行了５００次随机抽样实验.所得估计系

数分布如图２所示,可以观察到随机生成的系数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且主要集中在０值附近,估计系

数主要在[０．０１,０．０１]区间内.这一结果表明,本文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并非由偶然因素造成,而是政

策实施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真实抑制效应.

图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

　　３．PSMＧDID检验.为了减轻样本选择性偏差所带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实施了PSMＧDID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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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法旨在更准确地估计政策效应,同时控制潜在的样本选择性问题.首先本文选取企业规模、资
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两职合一度和股东企业掌控度作为协变量,用Logit模型计算出倾

向性匹配得分,之后用卡尺范围内的最邻近匹配法进行匹配,匹配情况如图３所示,匹配后的控制变

量分布区域更接近于０附近,说明匹配效果比较好,可以进行后续研究.将匹配后的数据代入模型

(１)再次进行双重差分,从表５第(１)列结果可以看到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国地税合并后企

业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抑制,不会受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以此证明本文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图３　控制变量标准化分布图

　　４．替换被解释变量.应计盈余管理指标具有多种测算方法,本文进一步使用DD模型和非线性应

计模型测度盈余管理来替换原有的被解释变量.由表５第(２)列结果可知,更换盈余管理计算模型之后

进行回归后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也表明本文基础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５．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在２０１３—２０２１的样本期间内,我国实施了“金税三期”工程,进行了“营改

增”的试点及全面推广实施,这两个政策可能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金税三期”
工程在征管工具方面加强了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营改增”从减税效应方面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从分工效应方面有助于推动企业向更加专业化的分工方向发展,实现更加合理的经营模式.对此,本
文构建了“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的虚拟变量td以及“营改增”的虚拟变量ygz,依据企业所在地区是否

实施政策进行赋值,政策实施前取值为０,实施当年之后则赋值为１.表５第(３)列分别控制“金税三

期”工程、“营改增”虚拟变量,此时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然在５％水平下显著.这也再次验证本文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国地税合并政策的实施,的确对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了抑制作用.
　表５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Ⅰ

变量

(１)

PSMＧDID

(２)

替换被解释变量

DD模型 非线性模型

(３)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金税三期 营改增

treat×post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Y Y Y Y Y
固定效应 Y Y Y Y Y
Observations ２３７０９ ２３１７８ ２３４７７ ２３７３５ ２３７３５
RＧsquared ０．０７４０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７４０ ０．０７４０

　　６．删除特殊地区样本.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删除了上海和西

藏地区的样本.这一做法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上海自分税制实施以来一直采取国地税合署

办公的特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尽管国地税在名义上是分开的,但实际组织管理上是一套领导成员,
各级国税局长同时兼任当级地税局长,在区级层面上国地税也并未做出明确的区分,这种特殊的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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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式可能导致上海地区的税务数据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样本数据回归结果的准确

性产生潜在影响;二是西藏地区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且大部分地区仅保留了国税局而未设置地税

局,情况可能导致西藏地区的税务数据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所局限,进而使其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基

于以上两点考虑,本文决定剔除上海和西藏的样本后再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表６所示,交互

项系数都显著为负.

７．交互固定效应.在研究国地税合并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改革主要涉及省级及以下税务

机关的整合,因此,不同行业企业受到冲击影响程度和影响时间都不一致,该影响可能源于不同行业

的特性、对政策敏感度等,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加入行业与时间交互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

表６第(２)列所示.同时,税收政策的实施一般是依据行政区域为单位实施,每个地区之间实施情况

不同,对于政策反应速度不同,也会对企业纳税行为的影响产生差异,因此加入地区与时间交互固定

效应,结果如表６第(３)列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本文结论稳健.
　表６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Ⅱ

变量
(１) (２) (３)

删除特殊政策地区 控制行业与时间交互效应 控制地区与时间交互效应

treat×post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Y Y Y
固定效应 Y Y Y
行业×时间效应 Y
地区×时间效应 Y
Observations ２１７４０ ２１７００ ２１７４０
RＧsquared ０．０７３０ ０．１６００ ０．０８７０

　　(三)机制检验

１．避税效应.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言,避税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税收征管独

立性的提升,税收征管力度得以加强,企业偷税漏税的成本会显著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规避

这些风险,将会减少通过避税手段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为验证此逻辑机制,本文首先验证国地税合

并带来的税收征管强度变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此借鉴叶康涛和刘行[２４]等学者的方法,按照各地

区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可获取的税收收入之比衡量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并按照年度中位数划分

强税收征管地区以及弱税收征管地区,然后进行分样本回归.根据表７第(１)(２)列的结果,国地税合

并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这间接表明税收征管强

度变化作用的存在.其次,借鉴刘贯春等[１]、张克中等[３８]的研究方法,采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会

计税收差异(DDBTD)模型来量化企业的纳税遵从度,税会差异越小,即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低.将

该项数据代入公式(１)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７第(３)所示,交互项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

负,表明国地税合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避税程度,减少了企业逃税行为的实施.

２．公司治理效能.由理论分析可知,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会促使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谋求

自身利益.而随着税收征管独立性的提升,税务部门所发挥的公司外部治理效能也会相应增强,此时

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将得到抑制.在公司外部治理效能方

面,本文参考李青原等[１１]、孙雪娇等[１６]的做法,以股票流动性(Tover)衡量企业外部治理效能,将该

指标代入公式(１)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其中股票流动性以年内日均换手率表示,因为股票流动性与

信息不对称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良好的企业治理能够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可靠性,从而

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这种信心反映在股票市场上,就表现为股票的流动性提高.进一步,我们

还使用信息披露质量(PL)反映信息不对称缓解作用.回归结果如表７第(４)(５)列所示,交互项的回

归系数显著.这说明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会通过发挥外部治理效能,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信息不

对称得到缓解,推动公司治理能力提高,从而减少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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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强税收征管 弱税收征管 DDBTD Tover PL

treat×post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４５)
控制变量 Y Y Y Y Y
固定效应 Y Y Y Y Y
Observations ７６３８ １６０９５ ２３７３５ ２３７３５ １９４３２
RＧsquared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７４０ ０．１０６０ ０．３８００ ０．４０３２

　　(四)异质性分析

１．股权性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对于政策的敏感度是不同的,刘行和杨松岩[３９]研究发现,国
有企业和政府这一天然关联关系会让国有企业有更大动机进行盈余操纵,且税收征管强度与之呈现

正相关关系.本文依据企业股权性质进行了分样本估计,结果如表８第(１)(２)列所示,税收征管独立

性对于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从企业收益分享者角度分

析,国家对国有企业享有最终控制权,与此同时,也是税收收入的收取者和使用执行者,而非国有企业

的收益是不同类型股东共享,因此国有企业在实施盈余管理行为时需要承担更高的税收成本[３９];第
二,从企业经营目标角度分析,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兼具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而非国有企业经营目

标往往是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第三,从企业高管人员特征角度分析,国有企业高管往往具有一定行

政级别而带有“准官员”身份特征[４０],这种身份可能会促使他们通过增加税款缴纳来寻求政治上的晋

升,同时,身为“准官员”的国有企业高管做决策时往往会更加谨慎,他们更倾向于规避因采取激进避

税策略而可能带来的隐性成本[４１].

２．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理论分析提出,地方政府在国地税合并后对于税务系统的干预能力极大

降低,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被发现的风险增大,进而抑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实施.基于该逻辑,
本文借鉴刘贯春等[１]的做法,利用市场化水平指数来刻画地方政府对税收干预强度,地区的市场化水

平越低,往往意味着政府在资源配置、政策制定以及市场运行等方面对该地区的干预程度越高.本文

按照地区市场化指数中位数进行划分,若高于中位数,将该地区的企业划分为低干预组,反之则划分

为高干预组.分组回归结果如下表８第(３)(４)列所示,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显著抑制了处于地方政

府干预强地区的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而对处于地方政府干预弱的地区的企业则不显著.
　表８ 股权性质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国企 非国企 高干预组 低干预组

treat×post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０)

控制变量 Y Y Y Y
固定效应 Y Y Y Y
Observations ８０８０ １５６５１ １１２７７ １２４５５
RＧsquared ０．１０３０ ０．０７９０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８６０

　　３．公司治理能力.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发挥外部治理效能,抑制企业盈余

管理,因此可以预测内部治理能力不同的企业对于政策实施敏感度也将有所差异.本文以公司独立

董事占比来刻画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依据独立董事占比中位数,将中位数以上企业划分为高内部治理

组,以下企业则划分为低内部治理组.公司独立董事设置的目的在于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监督,以
减少或是避免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害.在外部治理水平方面,以外部审计刻画,即利用企业是否

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划分,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为高外部治理组,反之则为低外部治

理组.这是由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专业性强,对企业内部信息将会核实得更加细致专业,处理审

３６



计事项时有更强的独立性,其出具的审计结论会更精准.因此,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上市企业

的外部审计者,企业受到的外部监管约束更强.分组回归结果如表９所示,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对
于内部治理能力较弱和外部治理能力较弱的企业盈余管理抑制效应更加显著.
　表９ 公司治理能力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内部治理能力强 内部治理能力弱 外部治理能力强 外部治理能力弱

treat×post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Y Y Y Y
固定效应 Y Y Y Y
Observations １２０３３ １１７０２ １３９５ ２２３３８
RＧsquared ０．０８１０ ０．０７６０ ０．２０１０ ０．０７２０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税收征管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性不仅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而且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本文以国地税合并为准自然实验,采用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中

国 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独立性的提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

的影响效应和潜在机制.研究发现以下基本结论.第一,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会显著抑制企业的盈

余管理行为.第二,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能够通过抑制企业避税行为实施和提高公司治理效能抑制

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第三,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对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对非国有、内外

部治理能力弱、受地方政府干预高的企业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的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维护税收征管独立性,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征管独立性的提升会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

为的实施已经通过上文实证验证,这意味着未来税务部门应当在征管过程中确保独立性,为公司运营

提供公平的营商环境.对此应该继续推动税收征管独立性改革,一方面对易于被企业利用的税务政

策进行细致化改革,另一方面加强数字化赋能税收征管全流程,并且加强税务专业化人才培养.
第二,充分考虑地区和企业的实际差异,以实现政策的协同和精准落地.一方面是要在全国范围

内统一税收征管标准和税收征管流程,减少地区间的税收征管差异,加强对税收征管标准的监督和检

查.另一方面,在制定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差异,确保标准既具有普适性,又能够体现灵活性和针对

性,允许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需求.
第三,提升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实证证明,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会显著影响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行

为,可以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的作用、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增加独立董事在董事会

中的比例、完善监事会制度等.也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信息

披露和透明度等方面提升内部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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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TaxCollectionandManagementIndependenceon
EarningsManagementofEnterprises:

BasedontheAnalysisofNationalandLocalTaxConsolidationPolicies
JIYunyang１　PANYu２

(１．SchoolofEconomicsandTrade,HunanUniversity,Changsha４１００７９,China;

２．HuaihuaDevelopmentandReformCommissionofHunanProvince,Huaihua４１８０００,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partofthenationalgovernancesystem,theindependenceoftaxcollection
andadministrationisnotonlyrelatedtothestabilityandsustainabilityofthenationalfiscalreveＧ
nue,butalsodirectlyaffectsthefinancialdecisionＧmakingofenterprises．ThispapertakestheconＧ
solidationofstateandlocaltaxesasthenaturalexperiment,andusesthesampleoflistedcompanies
from２０１３to２０２１toempiricallytesttheeffectandpotentialmechanismofimprovingtheindependＧ
enceoftaxcollectionandadministrationontheearningsmanagementbehaviorofenterprises．The
resultsshowthattheindependenceoftaxcollectionandmanagementcansignificantlyinhibitthe
earningsmanagementbehaviorofenterprises,whichismainlyduetoitsroleininhibitingcorporate
taxavoidanceandimprovingtheefficiencyofcorporategovernance．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
thattheinhibitioneffectismoresignificantfornonＧstateＧownedenterprises,enterpriseswithweak
internalandexternalgovernancecapabilities,andenterprisesinareaswithhighdegreeoflocalgovＧ
ernmentintervention．TheaboveresearchresultsmeanthatweshouldcontinuetopromotethereＧ
formoftheindependenceoftaxcollectionandadministration,andtakeintoaccountthedifferences
betweenregionsandenterprisestocreateamoreequitableandhealthytaxbusinessenvironment．
Keywords:TaxCollectionandManagementIndependence;EarningsManagement;TaxAvoidance;
CorporateGovernance;ConsolidationofStateandLocalTaxes;TaxCollectionand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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